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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全球化逆流与疫情防控“常态化”使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挑战。 工

作投入是个体积极情感与高强动机在工作中的完美融合，是组织缓解情境压力与获取持

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调查显示，我国员工的整体工作投入水平不容乐观，但造成该现

状的原因及机制尚不明晰。 组织环境中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关键的影响，但现有研

究多关注积极领导行为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效应，而对于“消极”特质的辱虐管理如何影响

员工工作投入并未探明。 动态复杂与不确定性环境导致组织中普遍存在的辱虐管理更加

频繁，辱虐管理仅是负向抑制员工工作投入？ 还是在具体边界条件下能够发挥一定的积

极作用？ 辱虐管理影响工作投入的内部机理如何？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本文基

于压力情境的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不确定性容忍度、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

投入的影响与内部机理。 运用层次回归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分析两时段收集的 ２３６ 份有效

样本，结果显示：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倒 Ｕ 型影响；认知评估能够差异化中介辱

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关系，即辱虐管理通过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效应进而影

响其工作投入，通过对员工威胁性评估的正向诱发作用进而抑制其工作投入；不确定性容

忍度调节了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倒 Ｕ 型影响，并同时调节挑战性评估在辱虐管理

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倒 Ｕ 型中介作用，以及调节威胁性评估在二者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本文验证了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双刃剑”效应以及通过认知评估产生差异化

作用机理，回应了学者加强对复杂管理变量间曲线关系研究的呼唤，拓展了辱虐管理与工

作投入理论研究，并为管理实践提供新的参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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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全球化逆流、双循环构建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挑战。
员工是组织最具创造潜能的人力资源，有效激活与提升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是组织突破危机获取竞

争力的关键。 然而，据《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中国企业敬业度报告》显示，我国“９０ 后”员工敬业度水平仅为

５３􀆰 ３６％ （北森人才，２０１９） ［１］，员工实际工作投入的状况不容乐观。 目前，员工工作投入水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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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意的深层原因及作用机制尚未探明。 以往研究表明，除个体特征与工作资源是影响员工工作

投入的近端前因外 （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和 Ｂａｋｋｅｒ， ２０１６［２］；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ａ 和 Ｔｏｋａｒｚ， ２０２０［３］； Ｍｅｉｊｅｒｉｎｋ 等，
２０１８［４］），员工所嵌入的组织情境尤其是领导行为对工作投入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Ｍｏｎｊｅ Ａｍｏｒ
等，２０２０［５］；杨柳，２０１９［６］；毛晋平等，２０１９［７］ ）。 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积极领导风格如何促进员工

工作投入，而对动态环境下遍存于组织中的消极特质领导行为（如辱虐管理）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投

入的研究相对缺乏。 由于辱虐管理从直观看更易引发个体的消极态度与行为，大量研究聚焦并证

实了辱虐管理正向预测员工工作倦怠、行为偏差、离职倾向等 （ Ｃａｒｌｓｏｎ 等，２０１２［８］；王海珍，
２０２０［９］）。 而工作投入作为个体全情投入工作的积极状态，是如何受到辱虐管理影响的，并未引起

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目前，少数学者将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辱虐管理影响下属行为的内

部机理（许勤等，２０１５［１０］；杨克俭等，２０１８［１１］；Ｌｙｕ 等，２０１６［１２］ ），结果显示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负

相关。
然而，根据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７） ［１３］对辱虐管理的阐释，辱虐管理并非故意去羞辱或伤害下属，可能只

是“严苛”要求员工高质量完成任务，提高工作绩效，并特别指出辱虐管理可被视为组织情境中的

一种压力源。 由于个体对压力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同个体对同一水平的辱虐管理会产生

不同的认知、态度与行为（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３） ［１４］。 研究表明压力源与工作绩效（Ｏｎｙｅｍａｈ，２００８） ［１５］、创
新（王甜等，２０１９） ［１６］之间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压力有利于激活个体的能动性。 最新研

究发现，辱虐管理并非总是产生负面影响，其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对员工主动行为（Ｘｕ，２０１７［１７］；
张光磊等，２０１９［１８］ ）、动机激发（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８） ［１９］ 与建言（朱金强和李海，２０１８） ［２０］ 起到一定

的积极促进作用。 Ｌｅｅ 等（２０１３） ［２１］则实证了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力会产生倒 Ｕ 型的影响效应，而
创造力与工作投入正相关关系显著（詹小慧等，２０１８） ［２２］，据此推断，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

可能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 因此，辱虐管理对个体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其与员

工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尚不明晰。 鉴于员工工作投入不足的现状与辱虐管理在组织中

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和 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１６） ［２］，进一步深入探明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

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认知评估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Ｔ）是心理学中结合认知与情绪的交叉理论，关注

个体通过评估情境压力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对其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是介于压力与应对之间的主要

中介与动因（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８４） ［２３］。 具体而言，外部刺激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
做出挑战性评估的个体更加关注压力情境潜存的机会、成长与收获；做出威胁性评估的个体更加关

注压力情境可能带来的损失与危害（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１［２４］；刘淑桢等，２０１９［２５］ ）。 认知评估理论对领导

如何影响员工态度与行为的机理具有重要揭示作用（徐珺等，２０１９） ［２６］。 鉴于工作投入是个体全情

融入工作的认知与情感状态（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和 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１６） ［２］，辱虐管理这一压力情境可能通过引发

个体不同类型的认知评估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其工作投入，从这一视角揭示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工

作投入的内在双重触发机制，较其他视角更为全面、系统。
不确定性容忍度（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ＵＴ）反映个体在面对不确定压力时的心理状态差异，是

体现个体抗压能力与应对能力的重要资源，多用于临床心理与医疗应用研究（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 ［２７］。 由

于看待与处理不确定性情境压力的方式显著影响个体的认知、态度与行为（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２７］；Ｖｉｖｅｓ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ｈａｌｌ，２０１８［２８］；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２０１７［２９］），近期学者们将其作为个体特征之一逐渐引入到管理

学领域。 研究发现不确定容忍度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职业认同感（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２０１７） ［２９］、亲社会

行为（Ｖｉｖｅｓ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ｈａｌｌ，２０１８） ［２８］与创新（秦远建和汪文祥，２０２０） ［３０］。 但整体来看，不确定性容

忍度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较为鲜见。 本文认为当面对辱虐管理这一不确定情境压力时，不确定容性

忍度不同的个体会做出不同的认知判断，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水平与效果，即不确定性容忍度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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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综上述评，本文以期做出如下三方面的贡献：（１）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辱虐管理消极影响

不同，本文从实证视角探讨辱虐管理可能对工作投入存在积极作用的倒 Ｕ 型曲线效应，完善与

拓展辱虐管理相关理论研究；（２）将基于压力情境的认知评估理论引入研究模型，深入探讨辱

虐管理通过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差异化作用路径，探明辱虐管理对

员工工作投入产生双刃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３）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将个体看待与处理不确

定性情境压力的个性特征———不确定容忍度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廓清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工

作投入及产生差异化作用机制的边界，为更精准理解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双刃效应提

供可能。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是个体将体能、认知与情感全方位自我融入到工作中的心理 ／行为状态，包含活力、专
注与奉献三个维度，是积极情感与高强动机在工作中的完美融合（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和 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１６） ［２］，对
个体创造力、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预测作用 （ 詹小慧等， ２０１８［２２］ ； Ｄｕｂｂｅｌｔ，
２０１９［３１］ ）。 以往研究表明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重要情境因素 （ Ｍｏｎｊｅ Ａｍｏｒ 等，
２０２０［５］ ；杨柳，２０１９［６］ ；毛晋平等，２０１９［７］ ），但大多聚焦于探讨积极领导风格对员工工作投入的

促进作用，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如变革式领导通过结构性授权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

（Ｍｏｎｊｅ Ａｍｏｒ 等，２０２０） ［５］ 、悖论式领导通过提升员工的心理授权感知正向促进其工作投入（杨
柳，２０１９） ［６］ 、差序式领导通过提升教师的心理资本促进其工作投入（毛晋平等，２０１９） ［７］ 。 而将

消极特质的辱虐管理作为预测变量、将员工工作投入作为结果变量的研究相对缺乏，目前 Ｑｉｎ 等

（２０１８） ［３２］证明在领导较低的同理心与较高的工作要求条件下，领导通过对下属实施“辱虐”管理

能够让“自身”的情绪得到短暂性的释放与恢复，进而提高了领导者“自身”的工作投入水平。
Ｄａｉ 等（２０１９） ［３３］探讨了辱虐管理在个体适应能力与工作投入关系间的边界作用，间接证明了其

对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 国内学者许勤等（２０１９） ［１０］ 将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辱虐管理

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内部机制，以及杨克俭等（２０１８） ［１１］将工作投入作为串联中介变量之一探讨

了辱虐管理对职业成功的影响机理。 国外学者 Ｌｙｕ 等（２０１６） ［１２］ 将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揭示

了辱虐管理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内部作用机理。 以上研究均表明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

具有负向关系。
然而，根据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０） ［３４］ 与 Ｔｅｐｐ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３５］ 对“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的定义“下属知觉

到的主管持续表现出的不友好言语与非言语行为，但不包括身体接触”，此定义内涵强调了对主管

“辱虐”管理的理解是下属的一种主观上的“知觉”感受，而个体特质与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对领导

“辱虐” 管理的解读与承受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现有研究分别从 “压力源” （ Ｌｅｅ 等，
２０１３） ［２１］、“侵略或攻击”（Ｍａｃｋｅｙ 等，２０１７） ［３６］ 等对辱虐管理进行内涵界定与阐释，相关研究结论

较为丰富。 作为压力情境下普遍存在于组织中的消极特质的领导行为之一，辱虐管理表达出对组

织成员的批评、指责以及对其能力的否定与质疑，容易造成领导 － 成员之间互动紧张，降低交换关

系质量，进而对个体产生不同水平的压力（孙健敏等，２０１８） ［３７］。 因此，本文将辱虐管理界定为一种

压力源进行探讨。
以往研究表明压力源对个体态度与行为具有 “双刃剑” 效应，其与工作绩效 （ Ｏｎｙｅｍａｈ，

２００８） ［１５］ 、创新（王甜等，２０１９） ［１６］ 等之间存在倒 Ｕ 型的曲线关系。 Ｔｅｐｐｅｒ 等（２０１７） ［３５］ 进一步

指出，辱虐管理产生“损害激发”的同时还可能伴有“绩效促进”的作用，即辱虐管理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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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问题。 最新研究发现，辱虐管理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效应，如通过组

织认同感与积极情感的联合调节，辱虐管理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倒 Ｕ 型影响（Ｘｕ，２０１７［１７］ ；张光

磊等，２０１９［１８］ ）；在泛儒家文化的亚太地区，员工较高的权力距离与有别于西方的道德标准使辱

虐管理具有一定的动机激发作用（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８） ［１９］ ；通过价值观与性别的联合调节，辱虐

管理与员工建言（朱金强和李海，２０１８） ［２０］ 间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 根据激活理论（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不同强度的激励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激活水平，激励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降低个人绩效，
只有处在适度的激活状态，个体的认知资源与情绪智力才能达到最优化配置（Ｂａｅｒ 和 Ｏｌｄｈａｍ，
２００６） ［３８］ 。 韩国的 Ｌｅｅ 等（２０１３） ［２１］ 证实了“适度”的辱虐管理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激活作用。 同

样，在高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的中国，当辱虐管理水平非常低时，员工容易认为领导过于放任自

流，因而得过且过，仅保持完成常规工作以便节约个体资源，此时工作动机与投入水平较低。 当

辱虐管理水平过高时，则会给员工造成较大的认知干扰，消耗更多精力去应对压力，进而降低其

工作投入水平。 当辱虐管理保持在“适度”的水平时，员工达到最佳激活状态，能够有效调动自

身的认知资源并保持较高的内在动机，进而积极调整情绪、集聚能量，全身心投入工作。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倒 Ｕ 型影响：“适度”的辱虐管理能够促进员工工作投入。
２．认知评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认知评估理论由 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８４） ［２３］提出，是心理学中结合认知与情绪的交叉理论，关注个体因

评估情境压力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对其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认知评估过程取决于个体对组织中压力

源的解读与诠释（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８４） ［２３］，对压力源不同的解读会引发个体不同的认知评估：挑战性评估

与威胁性评估。 做出挑战性评估的个体更加关注压力情境潜存的机会、成长与收获，能够激发出积

极情绪体验，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方式应对压力，面对困难更为自信与乐观；做出威胁性评估的个体

更加关注压力情境将带来的损失与危害，会引起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倾向于采取消极方式应对压

力，面对困难表现出焦虑与悲观（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１［２４］；刘淑桢等，２０１９［２５］ ）。 研究表明，认知评估理论

能够揭示领导促进 ／抑制员工态度与行为的作用机理（徐珺等，２０１９） ［２６］。 因此，本文从认知评估的

不同类型这一综合视角出发，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揭示辱虐管理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内部作

用机制。
根据本文界定，将辱虐管理视为组织情境中的一种压力源进行探讨。 而压力源具有挑战性压

力源与阻碍性压力源的二元性质已得到广泛的研究验证，挑战性压力源在带来压力的同时亦潜存

未来的绩效与收益；阻碍性压力源则会给个体造成危害与损失（孙健敏等，２０１８） ［３７］。 辱虐管理作

为一种压力源，因此亦会同时具备挑战性压力源与阻碍性压力源的二元性。 面对领导辱虐管理时

的批评、不满与对自身能力的质疑与否定等压力情境，员工会依据自身特有的资源能力与工作特征

做出不同的认知评估（Ｖｏｎ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９［３９］；许勤等，２０１５［４０］ ）。 当领导的辱虐管理水平过低，员
工会认为领导的管理方式过于松懈，进而对工作不思进取，此时员工的工作动机与投入水平相对较

低。 当辱虐管理水平逐渐提高到“适度”时，其压力源的作用性质慢慢突显，根据压力源的二元性，
其挑战性压力源由于潜存未来的绩效与收益，员工可能将领导的“辱虐”行为视为对自身工作与绩

效的“高标准，严要求”，此时便会做出挑战性评估；其阻碍性压力源由于将会带来危害与损失，员
工更可能将领导的“辱虐”行为视作是对自身工作与能力的怀疑、失望，此时便会导致其做出威胁

性评估（周星和程坦，２０２０） ［４１］。 当辱虐管理水平超过了一定的“度”，员工感到心理与情绪受到严

重耗竭，认为凭借自身能力与资源已无力应对，此时挑战性评估便会快速下降，其威胁性评估进一

步被增强。 因此，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可能存在倒 Ｕ 型影响，对威胁性评估则存在正向影

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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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ａ：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具有倒 Ｕ 型影响作用。
Ｈ２ｂ：辱虐管理对员工威胁性评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做出不同认知评估的个体在态度与行为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刘淑桢等，２０１９） ［２５］。 做出

挑战性评估的个体对未来抱有更高的预期，更加关注压力情境背后的机会、成长与收获，会引起积

极的情绪体验，面对辱虐管理能够保持坦然与自信，倾向于采取积极方式挑战困难、突破瓶颈，进
而多方位调动个体资源与工作资源，全情投入工作；做出威胁性评估的个体对未来预期较差，更
加担心将来的危害与损失，会引起消极的情绪体验，面对辱虐管理更加不安与恐慌，员工持续的

担忧、焦虑等情绪会造成其心理耗竭，表现出对工作的消极、懈怠、不作为（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１［２４］ ；刘淑

桢等，２０１９［２５］ ），进而抑制其“全情”投入工作。 因此，面对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员工做出挑战性

评估，将正向促进其工作投入；做出威胁性评估，将负向抑制其工作投入。 本文进一步认为，辱虐

管理一方面能够通过对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影响，进而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倒 Ｕ 型的曲线效应；
另一方面，辱虐管理通过正向诱发员工的威胁性评估进而负向抑制其工作投入，即辱虐管理通过

不同的认知评估将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差异化的内部作用机制与双刃剑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Ｈ３ａ：挑战性评估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Ｈ３ｂ：威胁性评估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
Ｈ４ａ：挑战性评估中介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倒 Ｕ 型关系。
Ｈ４ｂ：威胁性评估中介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负相关关系。
３．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调节作用

不确定性容忍度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压力情境时，其认知、心理与行为选择倾向上所表现的

积极态度（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 ［２７］。 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的个体，对处理不确定性压力事件风险的自信心

十足，从长远发展角度思索问题的能力较强，善于识别并把握不确定性压力背后的机会与收获（秦
远建和汪文祥，２０２０［３０］；吉云和白延虎，２０１８［４２］）；不确定性容忍度较低的个体，应对不确定性压力

事件的自信心不足，把握不确定性压力背后潜在机会的能力较弱，更多关注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威

胁与损失（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 ［２７］。 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能够增强个体的职业认同感（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９］、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Ｖｉｖｅｓ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ｈａｌｌ，２０１８） ［２８］与创新行为（王甜等，２０１９［１６］；吉
云和白延虎，２０１８［４２］），并对压力情境下的个体认知、心理与行为具有权变效应（秦远建和汪文祥，
２０２０［３０］；Ｚｌｏｍｋｅ 和 Ｊｅｔｅｒ，２０１４［４３］）。

资源保存理论（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认为，拥有充足资源的个体不易遭受资源损失的攻击，
且更有能力获取资源。 依据 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 ［４４］ 对资源的界定与分类，积极的人格特征是一种重要

的个体资源，能够化解资源丧失所产生的压力与倦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

特征，其差异将会影响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关系。 具体而言，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的员工，
其应对环境压力与不确定事件的个体资源更加充足，面对“适度”的辱虐管理这一不确定性压力

情境能够保持自信、乐观与开放，积极分析辱虐管理所表达出的不满、批评与建议，及时修正与改

进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对未来抱有较高的预期（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 ［２７］ 。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的

个体更倾向于将“适度”的辱虐管理视为一种“高期望，严要求”的“督促”行为，有利于自身获取

成长与发展的机会，积攒个体资源，培植资源的“增值螺旋”，进而不断激发其勇于挑战压力、战胜

困难的“斗志”，充满活力地“全情”投入工作（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８［１９］ ；Ｄａｉ 等，２０１９［３３］ ）。 但是根据

过犹不及效应（ ｔｏｏ⁃ｍｕｃｈ⁃ｏｆ⁃ａ⁃ｇｏｏｄ⁃ｔ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Ｐｉｅｒｃｅ 和 Ａｇｕｉｎｉｓ， ２０１３） ［４５］ ，当辱虐管理超过了员

工可承受范围与应对资源能力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会超越其积极作用。 综上分析，对于高不

确定性容忍度的员工，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间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更加显著。 相反，不确定性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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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的员工，其应对环境压力与不确定事件的资源相对不足，更容易遭受资源损失的威胁，当
面对辱虐管理时会更加不安与惶恐，对领导的批评与不满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感知与消极情绪，产
生较强的资源失衡与剥夺感，对未来预期较差（申传刚和杨璟，２０２０） ［４６］ 。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

较低的个体，倾向于将领导的辱虐管理视为对自身工作与能力的否定与排斥，为保护现有资源不

受损失，避免陷入资源的“损失螺旋”，个体会减少工作中的资源消耗，进而抑制其工作投入（Ｄａｉ
等，２０１９） ［３３］ 。 由此，对于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员工，辱虐管理作为压力源对工作投入可能潜存

的积极效应将无法发挥出来，仅表现出对该类员工工作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５：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倒 Ｕ 型关系。
不确定性容忍度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将影响个体在面对辱虐管理这一压力情境时的认

知评估与应对过程（Ｈｉｌｌｅｎ，２０１７） ［２７］。 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的个体，善于识别并把握不确定性压力

背后的机会与收获，倾向于积极思考与建构资源应对压力以达成目标、获取收益 （ Ｆｅｌｓｍａｎ，
２０２０） ［４７］ 。 当辱虐管理未超出员工的应对资源范围，员工能够对领导的指责与批评进行积极归

因，不会消耗个体的情绪与认知资源，更多关注克服困难、改进工作后的成长与收益，此时辱虐管

理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挑战性评估（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１［２４］ ；刘淑桢等，２０１９［２５］ ）。 但当辱虐管理打破

个体资源的平衡状态，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则会导致挑战性评估水平随之下降。 因此，对于不确

定性容忍度较高的员工而言，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呈显著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 相反，不确定性

容忍度较低的个体，应对不确定性压力事件的资源不足，倾向于关注工作情境中与代价、损失相

关的负面信息，忽视与机遇、收获相关的要素，更可能聚焦于未来的不良预期，使得资源投入与获

得之间失去平衡，抑制了辱虐管理作为压力源可能发挥的积极效应，二者之间呈现出直接的负相

关。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是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间曲线关系的边界条件。 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６ａ：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与员工挑战性评估间的曲线关系。
同时，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不确定性容忍度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其高低将影响员工对辱

虐管理的敏感度与承受能力。 不确定性容忍度较高的员工，其拥有的个体资源较为充足，面对情境

压力与不确定风险具备较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较少会受到资源损失的威胁，且其充足的资源

有助于进一步获取工作资源，进而缓解辱虐管理可能导致资源损失的负面效应（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４４］；
许勤等，２０１５［４０］）。 因此，高不确定性容忍度能够削弱辱虐管理与威胁性评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Ｌａｚａｒｕｓ，１９９１） ［２４］。 相反，不确定性容忍度较低的个体，没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应对不确定性压力事

件，不易获得更多的工作资源支持，将感受到环境中更多的威胁与风险。 随着辱虐管理水平的提

升，进一步诱发其焦虑、沮丧等消极情绪体验，增强了资源损失的威胁感，提高了其陷入资源“损失

螺旋”的可能性（Ｈｏｂｆｏｌｌ，１９８９） ［４４］。 因此，低不确定性容忍度将增强辱虐管理与威胁性评估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ｂ：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对员工威胁性评估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对假设 Ｈ５ 与假设 Ｈ６ａ及假设 Ｈ６ｂ的假设推演，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容忍度将调节挑

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差异化中介作用机制。 由此，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７ａ：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挑战性评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倒 Ｕ 型中介作用。
Ｈ７ｂ：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威胁性评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线性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９６

２０２０ 年 第 ９ 期



图 １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方法

１．数据收集

本文问卷调查采取现场发放—回收与网络在线填写两种方式。 现场发放—回收在郑州高新技

术开发区两家新三板上市的高科技公司进行，正式调研之前多次与公司人力资源部沟通协调，确定

实地调研时间与被调研人员的具体组织问题。 研究主要选取了研发与设计部门中学历相对较高的

员工进行问卷调查。 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指定一位具体负责人，提前联系本公司研发与设计部门的

领导，在向被试讲明来意并保证对数据严格保密后，开始正式问卷填写。 网络问卷（主要以微信方

式）来自于上海、深圳、西安三地的高科技企业技术与研发人员，为激励被试积极填写问卷与提高

网络问卷的有效性，在规定时间内完整填写并有效提交的被试，给予一定的微信红包奖励。 采取时

序法收集数据，问卷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安排在两个时间点进行填写。 时间节点 １，要求被试填写

问卷一：辱虐管理、不确定性容忍度与认知评估测量量表；时间节点 ２（两周后），要求同一被试填写

问卷二：工作投入测量量表。
整个调研过程历时 ３ 个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期间共发放问卷 ４２０ 份，回收问卷

２８１ 份，剔除问题问卷并有效匹配后，共获 ２３６ 份有效样本，有效率为 ５６􀆰 １９％ 。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

２３６ 份有效样本的样本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占 ４１􀆰 ９５％ ，男性 ５８􀆰 ０５％ ；其中 ２０ ～ ３０ 岁

４３􀆰 ６４％ ，３１ ～ ４０ 岁 ４４􀆰 ４９％ ，４０ 岁以上 １１􀆰 ８６％ ；本科及以下 ２２􀆰 ０３％ ，硕士 ６９􀆰 ４９％ ，博士及以上

８􀆰 ４７％ ；工作年限在 １ 年以内占 １３􀆰 ９８％ ，１ ～ ３ 年 ４２􀆰 ３７％ ，３ 年以上 ４３􀆰 ６４％ 。
２．变量测量

量表均采用国际期刊发表的成熟量表。 本文邀请了两位双语博士研究生与两位双语教

师，对初始英文量表进行严格的“翻译 － 回译” ，以确保量表的准确性。 调查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 ７ 点

计分法。
（１）工作投入。 采用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等（２００６） ［４８］开发的 ＵＷＥＳ －９ 问卷，活力、专注与奉献各三个题

项，如“我工作认真经常忘记时间”“工作时我感到精力充沛”等，量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０２。
（２）辱虐管理。 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 等（２０１１） ［４９］对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０） ［３４］完整量表的修订版共六个题项，其

信效度得到良好验证，如“我的领导在众人面前批评我”“我的领导不认可我的工作”，该研究中量

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９６。
（３）认知评估。 采用 Ｄｒａｃｈ⁃Ｚａｈａｖｙ 和 Ｅｒｅｚ（２００２） ［５０］ 编制的量表，为更适合本文研究情境，在

语言表述上做了微调。 包括挑战性评估和威胁性评估各四个题项，如“我当前的工作情境可能给

我带来潜在收益”“我当前的工作情境可能给我带来潜在损失”，挑战性评估的一致性系数值为

０􀆰 ８６４，威胁性评估的一致性系数值为 ０􀆰 ８４２，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值为 ０􀆰 ８９３。
（４）不确定性容忍度。 采用黄仁辉等（２０１４） ［５１］在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等（２００７） ［５２］编制的 １２ 个题项的基

础上，结合中国情境改编而成的 １１ 个题项量表，如“不确定性使我无法很好地投入工作”“无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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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事让我十分不安”，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０３。
本研究同时控制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程度。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１．共同方法偏差与区分效度检验

虽然分时段填写问卷，但由于辱虐管理取决于员工对领导的感知，工作投入、认知评估与不确

定性容忍度皆为个体心理变量，因此主要采取了员工自我报告的形式进行问卷调研，可能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ＣＭＶ）。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对 ＣＭＶ 进行检测，通过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分析，未旋转时

共析出七个因子，首因子对总体变异的解释量为 ２５􀆰 ８３％ ，表明本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不明显。
由于本文所选用量表均为国际顶级期刊上的成熟量表，其聚敛效度已得到有效验证。 因此，本

文使用 ＡＭＯＳ２２􀆰 ０ 对辱虐管理、工作投入、挑战性评估、威胁性评估及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ＣＦＡ），以验证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 ＣＦＡ 验证结果如表 １ 所示，五因子模型（χ２ ＝
２３１􀆰 ６６，ｄｆ ＝ １２４，χ２ ／ ｄｆ ＝ １􀆰 ８６８，ＣＦＩ ＝ ０􀆰 ９３２，ＴＬＩ ＝ ０􀆰 ９１８，ＩＦＩ ＝ ０􀆰 ９１７，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６，Ｎ ＝ ２３６）相
较于其他竞争模型拟合效果最理想，表明五因子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可以进行后续假设

检验。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Ｎ ＝ ２３６）

因子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 ＣＦＩ ＴＬＩ ＩＦＩ ＲＭＳＥＡ

五因子（Ａｓ、Ｃａ、Ｔａ、Ｗｅ、Ｔｕ） ２３１􀆰 ６６ １２４ １􀆰 ８６８ ０􀆰 ９３２ ０􀆰 ９１８ ０􀆰 ９１７ ０􀆰 ０４６

四因子（Ａｓ、Ｃａ ＋ Ｔａ、Ｗｅ、Ｔｕ） ４７６􀆰 ５３ １２８ ３􀆰 ７２３ ０􀆰 ８９２ ０􀆰 ９１４ ０􀆰 ８８９ ０􀆰 ０６７

三因子（Ａｓ ＋ Ｃａ ＋ Ｔａ、Ｗｅ、Ｔｕ） ７８６􀆰 ２１ １３３ ５􀆰 ９２２ ０􀆰 ７０３ ０􀆰 ７６３ ０􀆰 ７８６ ０􀆰 １２６

两因子（Ａｓ ＋ Ｃａ ＋ Ｔａ ＋ Ｗｅ、Ｔｕ） １２３９􀆰 ３４ １３８ ８􀆰 ９８１ ０􀆰 ５１３ ０􀆰 ５２１ ０􀆰 ６１２ ０􀆰 １８２

单因子（Ａｓ ＋ Ｃａ ＋ Ｔａ ＋ Ｗｅ ＋ Ｔｕ） ２７３７􀆰 ５２ １４２ １９􀆰 ２７８ ０􀆰 ４４２ ０􀆰 ４１６ ０􀆰 ４６５ ０􀆰 ２０５

　 　 注：Ａｓ 表示辱虐管理；Ｃａ 表示挑战性评估；Ｔａ 表示威胁性评估；Ｗｅ 表示工作投入；Ｔｕ 表示不确定性容忍度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２ 所示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与描述性统计。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威
胁性评估、工作投入相关性显著（ ｒ ＝ － ０􀆰 １６１，ｐ ＜ ０􀆰 ０１；ｒ ＝ ０􀆰 ２８６，ｐ ＜ ０􀆰 ０１；ｒ ＝ － ０􀆰 １７６，ｐ ＜ ０􀆰 ０５）；
挑战性评估、威胁性评估与工作投入相关性显著（ ｒ ＝ ０􀆰 ３１６，ｐ ＜ ０􀆰 ００１；ｒ ＝ － ０􀆰 ４０１，ｐ ＜ ０􀆰 ００１）；不
确定性容忍度与挑战性评估、威胁性评估、工作投入相关性显著（ ｒ ＝ ０􀆰 １１６，ｐ ＜ ０􀆰 ０５；ｒ ＝ － ０􀆰 １２４，
ｐ ＜ ０􀆰 ０５；ｒ ＝ ０􀆰 １２６，ｐ ＜ ０􀆰 ０１）。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与研究预测基本一致，适合进一步做回归分析

检验。
表 ２ 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相关系数（Ｎ ＝ ２３６）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性别 ０􀆰 ５８２ ０􀆰 ４０１ —

２ 年龄 ３１􀆰 ８７１ ５􀆰 ２６３ ０􀆰 ０２３ —

３ 教育

程度
１􀆰 ８６１ ０􀆰 ４６２ －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８∗ —

４ 工作

年限
４􀆰 ８６６ ３􀆰 ６２５ ０􀆰 ００１ ０􀆰 ５４３∗∗ ０􀆰 ３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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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５ 辱虐

管理
２􀆰 ７５１ ０􀆰 ８３５ ０􀆰 １３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８２ ０􀆰 １３０∗ － ０􀆰 ９０２

６ 挑战

性评估
４􀆰 ８２５ ０􀆰 ７２６ ０􀆰 １３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２６１∗∗ － ０􀆰 ８６４

７ 威胁

性评估
３􀆰 ３８８ ０􀆰 ８６５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０ ０􀆰 ２８６∗∗ － ０􀆰 ３７５∗∗ － ０􀆰 ８４２

８ 工作

投入
５􀆰 ０１６ ０􀆰 ６７２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７６∗ ０􀆰 ３１６∗∗∗ － ０􀆰 ４０１∗∗∗ － ０􀆰 ９０２

９ 不确定

性容忍度
４􀆰 ６３３ ０􀆰 ８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１６∗ －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６∗∗ － ０􀆰 ９１３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进行多层回归分析，为降低多重共线性对本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研究

结论有效性的影响，首先将涉及交互项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１）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倒 Ｕ 型影响检验。
１）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 Ｅｄｗａｒｄｓ 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 ［５３］ 所述方法验证辱虐管理影响

员工工作投入的曲线关系假设。 表 ３ 中模型 ２、模型 ３ 显示，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负相关显著

（β ＝ － ０􀆰 １５８，ｐ ＜ ０􀆰 ０５），将辱虐管理平方项放入模型后，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相关系数降低，而
辱虐管理平方项与工作投入负相关显著（ β ＝ － ０􀆰 １９４，ｐ ＜ ０􀆰 ０５），且拟合指数显著提高（ΔＲ２ ＝
０􀆰 ０６２，ｐ ＜ ０􀆰 ００１），表明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倒 Ｕ 型影响，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由模型 ６、
模型 ７ 可知，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显著负相关（β ＝ － ０􀆰 １２５，ｐ ＜ ０􀆰 ０５），将辱虐管理平方项放入

后，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相关系数降低，而平方项与促进聚焦显著负相关（ β ＝ － ０􀆰 １５６，ｐ ＜
０􀆰 ０１），且拟合指数显著提高（ΔＲ２ ＝ ０􀆰 ０７６，ｐ ＜ ０􀆰 ００１），表明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具有倒 Ｕ 型曲

线关系，假设 Ｈ２ａ得到验证。 由模型 ４ 可知，将挑战性评估放入模型后，挑战性评估与工作投入显著

正相关（β ＝０􀆰 ２８７，ｐ ＜０􀆰 ００１），假设 Ｈ３ａ得到验证。 此时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β ＝ －０􀆰 １０７，ｐ ＜０􀆰 ０５）、
辱虐管理平方项与工作投入（β ＝ － ０􀆰 １０５，ｐ ＜ ０􀆰 ０５）相关系数下降，但依然显著，表明挑战性评估部

分中介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关系，假设 Ｈ４ａ得到验证。
表 ３ 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曲线关系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

变量
工作投入 挑战性评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性别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９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７

年龄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９

教育程度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工作年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４

自变量

辱虐管理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０７∗ －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１０∗

辱虐管理２ － ０􀆰 １９４∗ － ０􀆰 １０５∗ － ０􀆰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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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工作投入 挑战性评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中介变量

挑战性评估 ０􀆰 ２８７∗∗∗

Ｆ ２􀆰 ０８４ ３􀆰 ６６１ ４􀆰 ６４１ ６􀆰 ０５２ ３􀆰 ６７３ ６􀆰 ２９８ ４􀆰 ７９９
Ｒ２ ０􀆰 ０９２ ０􀆰 １５１ ０􀆰 １８９ ０􀆰 ２８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３ ０􀆰 １２２

△Ｒ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６∗∗∗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调节效应检验。 表 ４ 中模型 １０、模型 １１ 显示，辱虐管理与不确定性容忍度交互项对工作投

入（β ＝ － ０􀆰 １７８， ｐ ＜ ０􀆰 ０１）、辱虐管理平方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非线性交互项对工作投入

（β ＝ － ０􀆰 １８６，ｐ ＜ ０􀆰 ０１）作用均显著，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的倒 Ｕ 型

关系，模型 Ｈ５ 得到验证。 根据 Ａｉｋｅｎ 和 Ｗｅｓｔ（１９９１） ［５４］所述方法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 ２ 所示，当
辱虐管理水平过低时，其激活作用不足，不确定性容忍度高低对工作投入影响差异不显著；当辱虐

管理“适度”时，相较于低不确定容忍度的个体，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员工能够更加积极投入工作；
当辱虐管理过高时，将严重威胁员工的心理承受底线，更容易造成其心理崩溃，其工作投入进而受

到更强的抑制。 由模型 １４、模型 １５ 可知，辱虐管理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项对挑战性评估

（β ＝ － ０􀆰 １６８，ｐ ＜ ０􀆰 ０１）、辱虐管理平方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非线性交互项对挑战性评估

（β ＝ － ０􀆰 １７９，ｐ ＜ ０􀆰 ０１）作用均显著，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与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关系，假设 Ｈ６ａ得到验证，此调节效应如图 ３ 所示。 当辱虐管理水平较低时，不确定性容忍度高低

对挑战性评估影响差异不显著；当辱虐管理“适度”时，相较于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个体，高不确定

性容忍度的员工更易激发出挑战性评估判断；当辱虐管理水平过高时，将严重威胁员工的心理承受

底线，更容易造成其心理崩溃，此时挑战性评估受到强烈的抑制，诱发出更强的威胁性评估。
表 ４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曲线效应的调节作用

变量
工作投入 挑战性评估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性别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１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８
年龄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教育程度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工作年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３３
自变量

辱虐管理 － ０􀆰 １５９∗ － ０􀆰 １５６∗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６０∗ － ０􀆰 １５３∗ － ０􀆰 １５９∗

辱虐管理２ － ０􀆰 １０３∗ － ０􀆰 １０２∗ － ０􀆰 １０４∗ － ０􀆰 １８５∗∗ － ０􀆰 １８２∗∗ － ０􀆰 １８７∗∗

调节变量

不确定性容忍度（ＵＴ）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５∗∗

辱虐管理 × ＵＴ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７６∗∗ － ０􀆰 １６８∗∗ － ０􀆰 １６７∗∗

辱虐管理２ × ＵＴ － ０􀆰 １８６∗∗ － ０􀆰 １７９∗∗

Ｆ ２􀆰 ０８４ ５􀆰 １８９ ５􀆰 ８８７ ６􀆰 １３６ ３􀆰 ６７３ ５􀆰 ７０３ ６􀆰 ２２２ ６􀆰 ６２４
Ｒ２ ０􀆰 ０９２ ０􀆰 １９３ ０􀆰 ２０１ ０􀆰 ２１２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４６

△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３∗∗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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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确定性容忍对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的调节作用　 图 ３　 不确定性容忍对辱虐管理与挑战性评估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源来源：本文绘制

３）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 Ｅｄｗａｒｄｓ 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 ［５３］所荐方法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 在不确定性容忍度均值的基础上加 ／减一个标准差 （ ± １ＳＤ） 形成高 ／低值，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随机重复抽样 ５０００ 次，生成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检验挑战性评估中介效应差异值

的显著性，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当不确定性容忍度低时，辱虐管理平方对挑战性评估的影响显著

（β ＝ － ０􀆰 １０６，ｐ ＜ ０􀆰 ０５），当不确定性容忍度高时，辱虐管理平方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影响更加显

著（β ＝ － ０􀆰 ２７４，ｐ ＜ ０􀆰 ０１），且两系数间差异显著（Δβ ＝ － ０􀆰 １６８，ｐ ＜ ０􀆰 ０５），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

能够增强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影响，假设 Ｈ６ａ进一步得到支持。 同时，表 ５ 显示辱

虐管理平方项通过挑战性评估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低时显著（β ＝ － ０􀆰 ０４１，ｐ ＜
０􀆰 ０５），而在不确定性容忍度高时更加显著（β ＝ － ０􀆰 １８４，ｐ ＜ ０􀆰 ０１），且两影响系数间的差异显著

（Δβ ＝ － ０􀆰 １４３，ｐ ＜ ０􀆰 ０５），假设 Ｈ７ａ得到验证。
表 ５ 挑战性评估在不确定性容忍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

不确定性容忍度

辱虐管理（Ｘ２）→挑战性评估（Ｍ１）→工作投入（Ｙ）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ＰＭ１Ｘ ＰＹＭ１ ＰＹＸ１ ＰＹＭ１ＰＭ１Ｘ ＰＹＸ１ ＋ ＰＹＭ１ＰＭ１Ｘ

低（ － １ＳＤ） － ０􀆰 １０６∗ ０􀆰 １２７∗ －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４１∗ － ０􀆰 １１５∗

高（ ＋ １ＳＤ） － ０􀆰 ２７４∗∗ ０􀆰 ３１２∗∗ － ０􀆰 ２０２∗∗ － ０􀆰 １８４∗∗ － ０􀆰 ３８６∗∗

差异 － ０􀆰 １６８∗ ０􀆰 １８５ － ０􀆰 １２８∗ － ０􀆰 １４３∗ － ０􀆰 ２７１∗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线性影响检验。
１）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５５］ 所述方法验证辱虐管理对员工工

作投入的线性关系假设，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由表 ６ 中的模型 ５ 可知，辱虐管理与员工威胁性评估正

相关显著（β ＝ ０􀆰 ２４６，ｐ ＜ ０􀆰 ０１），假设 Ｈ２ｂ得到支持。 由模型 ２ 可知，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负相

关显著（β ＝ － ０􀆰 １７３，ｐ ＜ ０􀆰 ０５），当将威胁性评估放入模型后，模型 ３ 显示，威胁性评估与工作投入

负相关显著（β ＝ － ０􀆰 ３１４，ｐ ＜ ０􀆰 ０１），假设 Ｈ３ｂ得到支持，而此时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不再

显著（β ＝ － ０􀆰 １３６，ｎ． ｓ． ），表明威胁性评估完全中介了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负相关关系，假
设 Ｈ４ｂ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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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辱虐管理与工作投入线性关系及不确定性容忍的调节作用

变量
工作投入 威胁性评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性别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８８

年龄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６９

工作年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辱虐管理 － ０􀆰 １７３∗ － ０􀆰 １３６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３∗∗

威胁性评估 － ０􀆰 ３１４∗∗

不确定性容忍度（ＵＴ） － ０􀆰 ２０３∗∗

辱虐管理 × ＵＴ － ０􀆰 １７６∗∗

Ｆ １􀆰 ４４９ ３􀆰 ２９８ ４􀆰 １０１ ４􀆰 ４３８ ７􀆰 １４１ ５􀆰 ９２９

Ｒ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２

△Ｒ２ ０􀆰 １２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６∗∗∗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 ６ 中的模型 ６ 可知，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员工威胁性评估显著负相关（β ＝
－ ０􀆰 ２０３，ｐ ＜ ０􀆰 ０１），辱虐管理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项与员工威胁性评估相关性显著（β ＝ － ０􀆰 １７６，
ｐ ＜ ０􀆰 ０１），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了辱虐管理与员工威胁性评估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Ｈ６ｂ得到验

证。 此调节效应如图 ４ 所示，相较于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员工，辱虐管理对低不确定性容忍度员工

威胁性评估的激发作用更强。

图 ４　 不确定性容忍对辱虐管理与威胁性评估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同样采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在不确定性容忍度均值的基础上加 ／减
一个标准差（ ± １ＳＤ）形成高 ／低值，随机重复抽样 ５０００ 次，检验威胁性评估中介效应差异值的显著

性，结果如表 ７ 所示，辱虐管理对员工威胁性评估的影响，在不确定性容忍度高时显著（β ＝０􀆰 １０８，ｐ ＜
０􀆰 ０５），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低时显著性更强（β ＝ ０􀆰 ２１３，ｐ ＜ ０􀆰 ０１），且两影响系数间差异显著（Δβ ＝
－ ０􀆰 １０５，ｐ ＜ ０􀆰 ０５），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能够弱化辱虐管理对员工威胁性评估的影响，因此假设

Ｈ６ｂ进一步得到支持。 同时，由表 ７ 可知，辱虐管理通过威胁性评估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在不确定性

容忍度高时显著（β ＝ － ０􀆰 ０３９，ｐ ＜ ０􀆰 ０５），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低时显著性更强（ β ＝ － ０􀆰 １６７，ｐ ＜
０􀆰 ０１），且两影响系数间的差异显著（Δβ ＝ ０􀆰 １２８，ｐ ＜ ０􀆰 ０５），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了威胁性评

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中介作用，假设 Ｈ７ｂ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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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威胁性评估在不确定性容忍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

不确定性容忍度

辱虐管理（Ｘ）→威胁性评估（Ｍ２）→工作投入（Ｙ）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ＰＭ２Ｘ ＰＹＭ２ ＰＹＸ ＰＹＭ２ＰＭ２Ｘ ＰＹＸ ＋ ＰＹＭ２ＰＭ２Ｘ

低（ － １ＳＤ） ０􀆰 ２１３∗∗ － ０􀆰 ３０２∗∗ － ０􀆰 ２２６∗∗ － ０􀆰 １６７∗∗ － ０􀆰 ３９３∗∗

高（ ＋ １ＳＤ） ０􀆰 １０８∗ －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３９∗ － ０􀆰 １４５∗

差异 － ０􀆰 １０５∗ ０􀆰 １７７∗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８∗ ０􀆰 ２４８∗

　 　 注：∗，∗∗，∗∗∗分别表示为 ｐ ＜ 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１；括号中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结论与讨论

疫情防控“常态化”使原本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放大，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考验更加严峻。
动态复杂与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更可能滋生领导的辱虐行为与员工的消极情绪。 有效探明“消
极”特质的辱虐管理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的指导意义。

１．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消极”特质的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这一

“积极”状态变量的影响作用及边界条件，得出如下结论：（１）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倒 Ｕ 型

的影响效应；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具有倒 Ｕ 型的影响作用，对威胁性评估具有正向线性影

响作用。 （２）挑战性评估部分中介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的倒 Ｕ 型关系；威胁性评估完全中介

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的负相关关系。 （３）不确定性容忍度正向调节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

间倒 Ｕ 型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影响，并进一步调节挑战性评

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即不确定性容忍度高时，“适度”的辱虐管理对员工

工作投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员工挑战性评估具有更强的激发作用，此时挑战性评估的中介效

应更加显著；不确定性容忍度负向调节辱虐管理与威胁性评估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威胁性

评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即不确定性容忍度低时，辱虐管理对员工威胁性

评估的激发作用更强，同时威胁性评估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
２．理论贡献

（１）回应了学者对复杂管理变量间曲线关系研究的呼唤（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８［１９］；Ｏｈ 和 Ｆａｒｈ，
２０１７［５６］），根据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７） ［１３］对辱虐管理的定义与阐释，本文将辱虐管理界定为一种“压力源”
进行探讨，并首次探明了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倒 Ｕ 型的影响作用。 辱虐管理水平过度或

不足皆不利于激发个体积极投入工作，保持“适度”的辱虐管理水平比较有利于促进员工工作投

入。 该结论弥补了现有研究单方面探讨辱虐管理通过负向抑制员工工作投入进而降低其积极行为

与绩效的不足，加深了对辱虐管理产生积极作用效应的理论认知。
（２）员工挑战性评估部分中介辱虐管理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倒 Ｕ 型关系，威胁性评估完全中介

二者间负相关关系。 辱虐管理通过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影响进而作用于工作投入，即相较

于过低或过高的辱虐管理，“适度”辱虐管理的挑战性压力能够激发员工的挑战性评估，进而影响

其工作投入；“适度”辱虐管理的阻碍性压力通过诱发个体的威胁性评估，进而抑制其工作投入。
该结论表明，员工的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能够有效揭示辱虐管理差异化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

作用机理，丰富了辱虐管理作用机制的研究，拓展了认知评估理论的适用范围。
（３）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调节挑战性评估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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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相较于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个体，“适度”的辱虐管理对高不确

定性容忍度员工的挑战性评估与工作投入的激发作用更强，即辱虐管理对员工挑战性评估与工作

投入产生倒 Ｕ 型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个体，“适度”的辱虐管理对低

不确定性容忍度员工威胁性评估的诱发作用更强，对其工作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该结论为更

准确理解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效应及差异化作用机制廓清了边界，同时亦拓展了不确

定性容忍度发挥边界效力的适用范围。
３．实践意义

（１）本文基于 Ｔ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７） ［１３］的定义将辱虐管理界定为一种“压力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辱

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倒 Ｕ 型的影响作用，即辱虐管理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伤之刃”消极效

用的同时，亦会起到“利之刃”的积极作用，对员工工作投入存在“双刃剑”效应。 因此，要用辩证思

维与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动态复杂与不确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辱虐管理行为，有效平衡好辱虐管

理的利弊，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将辱虐管理控制在合理水平，谨慎把握辱虐管理的“度”，以便降低辱

虐管理“伤之刃”的不利影响，减少其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抑制；同时利用好辱虐管理“利之刃”的积

极作用，充分发挥其对员工工作投入的促进效应。
（２）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能够有效揭示辱虐管理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差异化作用机理，

既辱虐管理的挑战性压力通过对员工挑战性评估的倒 Ｕ 型激发作用，进而对工作投入产生倒 Ｕ 型

的影响效应；其阻碍性压力通过诱发员工威胁性评估对工作投入产生负向影响作用。 该结论为领

导者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反思视角：面对大多数组织中员工工作投入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管理者需要意识到本身在管理实践中的辱虐行为可能是抑制或激发员工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

的原因之一。 因此，组织应该塑造积极上进的文化氛围并为员工提供有利于发展进步的工作反馈，
并同时加强对个体的认知转换与情绪管理方面的培训，帮助个体面对辱虐管理时能够更好地调整

适应，不断引导员工挑战性评估的生成，促进其投入工作；降低对员工威胁性评估的唤起，避免抑制

其工作投入。
（３）不确定性容忍度是辱虐管理激发员工不同的认知评估与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重要边界。

即不确定容忍度越高的个体，“适度”的辱虐管理对其挑战性评估的激发作用更显著，进而对其工

作投入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不确定性容忍度越低的个体，“适度”的辱虐管理对其威胁性评估的

诱发作用更显著，进而对其工作投入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 因此，组织应考虑不同特质的员工对辱

虐管理行为表现出的敏感程度差异，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个体进行差异化管理。 同时在人员选拔与

调配中评估个体的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对于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员工，应给予适当的辱虐管理压

力并委以挑战性的工作任务，以便促进其工作投入，充分发挥个体创造潜能；对于低不确定性容忍

度的个体，应尽量降低辱虐管理并对其委以常规化的工作任务，以避免抑制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
４．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虽然分两时点进行数据收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测量误

差，但仍属截面数据。 由于工作投入是个体的认知 －情感状态，采取更加接近员工真实状态的日记

观察与周记调研等方法，将会有效提高研究结论的效度。 （２）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活力、专注与奉

献分别表现了个体的体能、认知与情感，本文仅从整体上研究了辱虐管理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未来

可精细化探讨辱虐管理对各维度的影响效力。 （３）模型仅限于个体层面，并未纳入团队与组织层

的变量进行考量，未来可选取组织安全氛围、团队互助行为等进行跨层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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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黄仁辉，曾晓青，李文虎．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 Ｊ］ ． 天津：心理与行为研究，

２０１４，（３）：３７７ － ３８３．
［５２］Ｃａｒｌｅｔｏｎ，Ｒ． Ｎ． ，Ｐ． Ｎｏｒｔｏｎ，ａｎｄ Ｇ． Ａｓｍｕｎｄｓｏｎ． Ｆ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Ａ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０７，２１，（１）：１０５ － １１７．
［５３］Ｅｄｗａｒｄｓ，Ｊ． Ｒ． ，ａｎｄ Ｌ． 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７，１２，（１）：１ － ２２．
［５４］Ａｉｋｅｎ，Ｌ． Ｓ． ，ａｎｄ Ｓ． Ｇ． Ｗｅ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Ｍ］．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１．
［５５］ Ｂａｒｏｎ，Ｒ． Ｍ． ， ａｎｄ Ｄ． Ａ． Ｋｅｎｎ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５１，（６）：１１７３ － １１８２．
［５６］Ｏｈ，Ｊ． Ｋ． ，ａｎｄ Ｃ． Ｉ． Ｃ． Ｆａｒｈ． 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ｗ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７，４２，（２）：２０７ －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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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ＨＯＵ Ｚｈａｏ⁃ｈｕａ，ＳＯＮＧ Ｈｅ⁃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ｏｓｔ⁃９０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ｏｎｌｙ ５３． ３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ｏｎ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ｃａｎ ｉｔ ｐｌａｙ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２３６ ｖａｌ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ａｌｓ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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